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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视阈下“维稳”治理模式的限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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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冲突和秩序构成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实现从冲突到秩序的转化是国家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任何国家都有“维稳”的天职。外压式“维稳”治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稳定

压倒一切”思想理念下的时代产物，它在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同时，其限度也显而易见。寻求社会稳定治理模式

的转变，达成内生秩序，成为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性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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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中国现行的社会稳定治理模式在应对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政治稳定压力方面，起到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实现并维护了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与

秩序。但是，这种依靠国家强制力和利益交易作为治

理工具的维稳治理模式，绝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

也不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出路。维稳治理模式

存在的弊端显而易见，该治理模式的价值理念、目标

定位、治理工具、治理成本以及具体措施等方面均存

在一定缺陷。甚至在应对某些社会冲突事件的过程中，

不但没有取得很好的治理效果，反而导致事件恶化，

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这种社会稳定治理模式带有浓

重的政治色彩，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它所造就的社会

稳定只能是一种刚性的、表面的和脆弱的秩序。这种

外压式的维稳治理模式日益陷入一种怪圈，它一方面

消耗着巨大的公共资源，但另一方面社会冲突并没有

减少的迹象，相反其规模和数量还有增加的趋势，陷入

“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因此，从社会冲突控制

的视角去剖析现有维稳治理模式的限度，寻找国家长治

久安之路，达成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社会冲突理论：维稳治理 
模式分析的价值基础 

 

社会冲突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共同关注，不同

学科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社会冲突进行了阐释。

尤其是在社会学领域中出现了一大批社会冲突理论研

究学者，他们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为社会冲突理

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西方

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社会动荡的加剧，

冲突分析继衡态分析之后，再度成为西方政治学、社

会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分析工具，也形成

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但是，不管他们从何种视角

研究社会冲突，在以下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如社

会冲突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特性，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

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冲突具有双重功能，

秩序是冲突的转化形式等等。 

(一) 冲突与秩序：社会状态的两种基本形式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合作与和谐并非

社会常态，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曾离开过冲突，也从来

没有出现过没有任何冲突的社会。人类社会是一个不

断克服冲突，并与冲突并存的社会。冲突与合作是社

会状态的两种基本形式。因为“人们为了达成不同的

目标，就必须在相互违背的利益中展开各种形态的斗

争。合作与和谐并非社会常态，人性是造成冲突的根

本原因”[1](6)。事实上，冲突是社会存在的主要形态，

秩序只不过是冲突的转化形式而已，“所有复杂社会都

是以内部高度紧张和冲突为特征的”[2](5)。迄今为止，

“没有那个组织是完全和谐的，因为那样的话就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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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缺少变化过程和结构性” [3](16)。一个成功的社会

既需要和谐因素，也需要有对立因素；既需要有合作，

也需要有冲突。社会中的对立和冲突绝不是完全的消

极因素、破坏因素，它们有时对于社会的发展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是和谐与冲突两种形式共同

作用的结果。当然，人类社会也从来没有因为冲突的

不可避免而消极懈怠，人类社会一直在为寻求良好的

社会秩序不断进行探索。为社会提供稳定和谐的秩序

从来就是国家之为国家最基本的功能，是国家用心去

建设的公共产品。首先，冲突推动了国家的出现和组

建。无论是以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学说，还是马克

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学说，都一致地认为国家起源于

冲突与无序。如果社会没有冲突，人们生活井然有序，

可能人类社会根本就不需要国家和政府。其次，社会

政治系统的功能是为了有效解决冲突。杰克·普拉诺

曾经说：“政治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解决冲突，并推

动用合作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4](27−28)E·E·谢

茨施耐德也说：“既然政治源于冲突，那么政治策略就

是处理、利用以及抑制冲突的过程。冲突是强有力的

政治武器，以致所有体制都必然要对冲突进行节制，

借助它进行治理，并将其作为强化自身以及促进联合

的有效手段。”[5](59−63)所以“如何控制冲突是政治的关

键。无法应对冲突的政治体制将难以为继”。人类社会

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冲突，同时又不断寻求对冲突的有

效调控，达成秩序。 

(二) 破坏性与建设性并存：社会冲突的功能 

对于社会冲突，每个人都并不陌生，它给人类社

会的第一反应就是它的巨大破坏性。然而，社会冲突

的功能与我们的直观感觉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它具

有两面性和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毫无疑问地存在破

坏性，但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它又具有建设性功

能。社会冲突的消极功能显而易见，血腥、痛苦、惨

剧、灾难、流离失所、互相残杀是社会冲突镌刻在人

类灵魂深处最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又发现另外一

番景象，人类历史虽然战乱不断，但文明却总在向前

不断发展，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专制政治到民

主政治，人类经由黑暗的蒙昧时代已经进入高度发达

的文明社会。事实上，那是因为“如果冲突所针对的

目标、价值或利益与关于关系的基本假设并不抵触，

那么这种冲突对社会结构往往发挥积极的功能”
[3](135)。因为人们可以根据冲突的性质及其状况，根据

群体中成员的需要对群体规范和权力作出相应调整，

不断推动社会进步。也就是说，社会冲突的功能在很

多时候它未必完全是破坏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

给社会带来积极性和建设性作用。社会冲突对于政府

和公众来说也并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很可能“因祸得

福”。事实证明，社会冲突的发生经常迫使政治当局反

思政府过程，汲取教训，纠正行为，调整政策，以更

好地实现和维护政治统治。公众也反思冲突方式的“经

济性”，寻求更理性化的手段与渠道来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没有冲突并不能作为关系稳定的标志，稳定的

关系很可能会以低强度冲突为特征。“在一个健康、活

泼和进步的社会里，冲突、竞争和合作都是有益于该

社会的正常的社会关系现象。”[6](170)社会冲突还在以

下两个方面具有建设性功能：一是导致现有法律的重

新修订和新法律条款的诞生；二是新规则的运用和实

施以及伴随新规则实施后出现的新的制度结构的增

长。杜威就讲过：“冲突是思想的牛牤，它激发我们去

观察和记忆，它煽动我们去发明，它激励我们去摆脱

绵羊般的怯懦，它推动我们奋勇前进……冲突是思考

和创新所必须具备的条件。”[7]( 609−610)所以，在某种意

义上，冲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人类社会的

发展是不断迎接冲突、有效解决冲突的过程。 

 

二、维稳治理模式：特殊历史时期 
特殊国情下的政治产物 

 

现有的维稳治理模式是在现代化转型的特殊时

期，党和政府为了有效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与社

会冲突而出现的时代产物。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

府始终坚持以“稳定压倒一切”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

首要目标，因此逐渐催生了一种以外部压力控制为核

心，以国家暴力机器和利益交易为主要手段，有效达

成社会秩序的“维稳”治理模式。要探讨维稳治理模

式的限度，首先必须了解“维稳”治理模式的生成逻

辑，把握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大背景。 

(一) “稳定压倒一切”维稳理念的初步形成 

众所周知，维稳治理模式的指导思想是“稳定压

倒一切”。20 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国内资

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再加上国际上出现了东欧剧

变、苏联解体的严峻形势，国内社会政治秩序承受了

巨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多次在不同场

合强调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性，提出了“稳定压倒一

切”的政治观点。他说：“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

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

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8](122)他还并进一步谈

道，治理好国家是一个大道理，这其中包含很多小道

理，涉及到方方面面，这方方面面的事务要解决好、

处理好，离不开一个大道理，那就是要有安定的政治

环境。这是“稳定压倒一切”思想理念的雏形。在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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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6 日，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

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

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8](284)同年的 3 月 4 日，邓小

平再一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到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8](286)

这两次谈话，标志着“稳定压倒一切”理念的完全确

立，为三个月后中国政治当局应对和平息全国范围内

大规模的政治风波提供了指导方针。 

(二) “稳定压倒一切”理念催生维稳治理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国家发

展的重要任务是催生维稳治理模式的直接原因。中共

十四大报告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巩

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没有政治稳定、社会

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

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一切导致中国

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9](223−224)同时，十四大报告还

指出，要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坚持

基本路线不动摇，社会政治稳定有保障，这两条是我

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进步和胜利的法宝。这就是“改革、

发展、稳定”三者兼顾的理论雏形，也是“稳定压倒

一切”理念的延续，明确指出了国家所面临的重要任

务。1994 年 5 月，就当时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问题，

党和政府再次明确指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

稳定是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进行”
[9]( 365)。而且，还进一步强调，在当前处于体制转轨的

大背景下，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种利益关系的全

面调整，各种矛盾与冲突也会相伴而生，因此，保持

社会政治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

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他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再好的

设想、规划、方案都无法实现，甚至取得的改革成果

也会付之东流，再一次强调了改革发展大背景下维护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1998 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更是

明确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稳定压倒一切’

的重要原则。……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

政治立场，坚持不懈地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就是对领

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考验。”[10]在这种政策导向和要求

之下，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了所

有工作的首要位置，“维稳”开始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

头等大事，确保地方“不出事”。 

(三) “压倒一切”维稳治理模式的渐趋成熟 

进入 21 世纪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在

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的和新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

突大量涌现，党和政府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更加体

会到“稳定压倒一切”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性。2003 年，

中共中央在一次重要会议中谈道：“维护稳定是全党全

国工作的大局，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       

责。” [11](495−496)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危机意识，

懂得居安思危，认真分析和深刻认识在新形势下维护

社会稳定任务的极端艰巨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对于

如何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要维护

好社会稳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利用好各方面

资源，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社

会稳定。2007 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指出，

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迄今为止，

不存在没有矛盾与冲突的社会，人类社会必定要在不

断面对和努力解决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和进

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说到底就要不断化解和

持续解决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与冲

突，要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寻求社会和谐。为此，就

要做到“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

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

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12]。中共十七大

报告再次强调：“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

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13]同时也指出，社会稳定的

生成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依靠人

民大众的集体智慧，调动一切有利于实现和维护社会

稳定的因素，构建一个人人参与和谐社会建设、人人

共享和谐社会秩序的生动局面。中共十九大报告也指

出，要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在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健康快

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基

因，实现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达成国家长治久安。 

 

三、维稳治理模式的限度：以社会 
冲突理论作为分析视角 

 

社会冲突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冲突是一种常态，

试图寻求一个完全没有冲突的社会只能是我们的美好

愿望，这种社会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

面对冲突，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对冲突进行有效调控，

实现从冲突到秩序的转化。然而，现有的维稳治理模

式与社会冲突理论并没有达成实践与理论的一致性，

甚至在很多方面还出现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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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维稳治理模式从本质上完全排斥社会冲突 

维稳治理模式的本质是政府借助国家暴力机器如

警察、监狱、法庭等强制性力量和工具，对社会冲突

行为进行外部控制，或者借助利益交易手段在当事人

之间达成某种协议，从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生成社

会秩序。为什么政府会习惯性选择采取“维稳”方式

来应对社会失序，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于执政当局而

言，无论在社会结构中发生什么矛盾，出现什么威胁

社会稳定的冲突事件，或影响社会秩序的行为，对他

们来说，都会认为可能对现有正常社会政治秩序形成

某种冲击和挑战，是社会运行系统功能失调的表现，

是对现有社会结构系统的威胁，是他们绝不允许发生

也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往往无法接受社会的这种“压

力”与“紧张”，更无法接受民众对执政当局的挑战和

实施的冲突行为。他们看到了社会冲突对既有秩序的

极大威胁，注意到冲突事件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消极功

能，因此对社会冲突事件一概拒之。因为“在一般人

的常识里，总认为冲突是坏事、不好的事、负面的事，

因而不能容忍，认为应该极力避免。冲突发生后在多

数人的思维定势中不是思考冲突背后产生的因由和调

整社会结构的不适应，而是简单地思考如何避免此类

事情的再次发生”[14](P220)。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

当面对任何冲突行为的时候，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选

择采取果断措施，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手段去控

制事态。殊不知，和谐与稳定并非社会生活的常态，

社会冲突的存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要完全

杜绝社会冲突是根本不可能的。冲突是社会活动的重

要形式，而且冲突不一定是坏事。甚至乎，社会发展

本身可能需要某些小范围低强度冲突的推动。 

(二) 维稳治理模式会累积社会冲突的能量 

达伦道夫指出，一个社会，无论采用任何控制办

法和调整措施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对抗因素，社会冲突

是自发的、普遍的和基本上不能消除的，任何强制性

压制冲突的办法都无济于事，这样做，只会使冲突变

得更加隐蔽，或者使冲突的爆发得以延缓。我们唯一

要做的就是让冲突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正式承认，并使

其制度化。然而，不幸的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

大部分是压制反对者的历史，而且压制者毫无例外地

认为他们自己是有理的，是代表公共利益的[15](188)。事

实已经证明，盲目压制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

积怨越积越深，不断累积冲突的能量，最终酿成灾难

性的政治后果。科恩曾经指出：“如果要避免暴乱或避

免非法地煽动暴乱，就必须由公众来讨论问题所在，

使公众交流意见的渠道畅通无阻，进行公开地辩论，

找出合法的与有秩序的改革的可能性。情况愈紧张，

就愈需要小心翼翼地保障宪法权利，使之不受破坏，

如果不是这样，暴乱、骚动甚至叛乱的可能性就必然

更大一些，而不是小一些；威胁要摇动一条船，这种

意见如加以压制，只会加速这条船的沉没。”[15](153)如

果一个政权企图使用暴力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控制

一切社会冲突行为和事件，不仅会失去威望与公众支

持，而且还会引起公众抵制与全面抗拒，从而使政权

失去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使合法性基础逐渐丧失，最

终在重复威权政治发展过程的基础上，使统治者和被

统治者按照博弈的方式，进入一种对峙状态。在民众

和政府之间进行一种类似于“小孩捅马蜂窝”的游戏：

政府压制一有松动，或者民众一有机会，就会“骚扰”

政府，或者给政府制造麻烦，社会政治秩序难以稳定。

因此，压制冲突的维稳治理模式会产生反作用，它会

导致民众对强加于他们的压制更加反抗，这样就形成

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运动过程：执政者企图通过压制来

应对社会冲突行为，但却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而反

抗又会进一步强化压制性力量。稳定固然重要，但不

能因为稳定重要就“压倒”一切。事实上那样只会适

得其反，被“压倒”的一切很可能卷土重来。不管压

制冲突的维稳治理模式怎样被证明是合理的，冲突和

对抗是不能排除的，简单地压制或否认冲突，只能使

冲突潜藏在社会的表层之下，在那里，它酝酿着、积

累着，也许暂时难以被觉察，但被浸没的冲突总要爆

发出来的。当它爆发出来的时候，往往会采取极端形

式[16](608)。 

(三) 维稳治理模式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集中  

爆发 

维稳治理模式的另一个后果是：通过外部性的控

制手段也许可以禁止怀有不满情绪的个体聚集在一

起，但也会使不满情绪无法泄露，问题背后的深层原

因得不到根本解决，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旧病未去、

又添新疾”。压制意味着冲突被看做是不合理或不适合

的，因此必须被压制，而不是借助其他手段来有效处

理，如公开协商、法律渠道等方式。殊不知，压制冲

突堵住了社会泄压的“安全阀”，以至于社会无法形成

解决或处理利益冲突的固定结构，这样，冲突就会在

表面之下酝酿和发酵，导致社会关系的日趋紧张，并

且不时地涌现出来，最终导致社会系统的崩溃。社会

冲突论者刘易斯·科塞就曾指出：“一个僵化的社会制

度，不允许冲突发生，它会极力阻止必要的调整，而

把灾难性的崩溃的危险增大到极限。”[3](114)这种潜在

的、被压抑的冲突，尽管是隐蔽的，但对内群体范围

中的关系仍然有着十分明确的影响。它在暗中破坏着

团结，并在某些情况下最终导致一种不满情绪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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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相当深刻，相当普遍，尽管做出了努力，却

不易解决[17](618−619)。结构僵化的群体可能试图压制冲

突并且抵制变迁的压力，然而，最终往往使这种压力

上升为暴力革命，造成结构的巨大变化。相反，能够

容忍分歧并对变迁积极响应的群体更有可能在社会系

统结构中逐渐开展渐进性变迁而不是给社会系统结构

来一个暴力革命的变迁[16](622)。所以，“精明的政治家

都懂得，容忍在议会中和在报刊上对政府批评是一种

防止造反的疫苗” [18](151)。容许公众发表不同的意见

甚至是对政府行为的批评，实际上可以起到一种安全

阀的作用，它可以让社会公众内部形成的各种不满情

绪就像高温的蒸汽一样得以溢出。因为，如果蒸汽无

法得到释放，就有可能导致锅炉爆炸的危险。总之，

虽然“通过公开地在社会上表现潜在的不同意和敌视，

反抗激起了冲突，但它也有助于消除这些冲突的根源” 

[19](349)。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破坏性力量的社会冲突事

件，实际上最终却帮助了社会稳定的维系和社会凝聚

力的形成，从根本上防止了社会最终走向分裂的可能。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允许某些社会冲突的存在，有利

于公众表达不同的观点和宣泄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在

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实现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如果在

一个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的社会政治结构系统

中，公众的诉求和怨愤无处发泄，他们会感到不堪重

负。假如这种压力长期累积的话，就很可能导致高强

度社会冲突行为的发生，从而给社会秩序和稳定构成

严重的威胁和挑战。总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社

会冲突的存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正因为其

不可避免，所以让它通过制度化方式以正常的表达渠

道表达出来，难道不比歇斯底里爆发出来更好吗？ 

(四) 维稳治理模式导致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社

会冲突上 

为公众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优质的公共服务是

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不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价

体制促使政府采取外部性控制的维稳治理模式来应对

社会冲突事件。同时，这也造成政府注意力的偏移，

把大量的精力都集中在维稳工作上，集中在应对各种

社会矛盾和冲突问题上，从而忽略了公共服务和公共

产品的供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稳定压倒一切”

“发展是硬道理”是我国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最

重要的两个衡量标准，任何有损于这两个方面的情况

都是对政府绩效的威胁，都是不允许的。而这两者之

间，稳定是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就无从

谈起。在中国，各级政府绝对不允许在自己的管辖范

围内与任期内“出乱子”，因为一旦“出乱子”就必然

影响到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到政府绩效的

考核与评比，甚至“一票否决”，从而影响到政治官员

的晋升，丢掉“乌纱帽”。因此，只要一“出乱子”，

他们便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不加考虑统统予以

强制措施进行控制，确保“一方太平”。究其原因，就

在于任何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行为都会被视

为工作上的失误，极有可能受到相关领导或部门的批

评甚至降级、罢官。在这种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和政策

导向下，导致地方政府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精力用来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稳定事件，注意力发生

偏移。并且，发生在当下中国的大量社会冲突事件，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民众为实现和维护自身政治经

济利益针对地方政府发生的，这无疑加大了地方政府

的执政成本和治理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地方

政府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地方政府面对社会冲突

事件的基本态度就是打击和压制。  

 

四、内生社会稳定：维稳治理 
模式转变的路径选择 

 

毋庸置疑，现有的维稳治理模式对于维护转型期

中国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创了一个政治安定、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良好局面，为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但是，其限度也

显而易见，这种治理模式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

方面，它借助国家暴力机器“以暴制暴”，会不断侵蚀

政府合法性，甚至可能引发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

以利益交换为手段的治理工具，会导致公民的贪婪和

讨价还价，毁掉的是一个国家的权威。更为糟糕的是，

它会慢慢侵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公共精神，让公民忘

记国家是谁，忘记国家之于公民自身的重要性。经济

水平的发展、政治民主的进步、教育文化的普及、道

德意识的提升、法治意识的增强，为寻求社会稳定实

现模式的转变提出了必要性，同时也提供了可能性。

与时俱进，寻求社会稳定治理理念的转变，治理工具

的创新，治理模式的转型，将成为中国实现长治久安

的必由之路。笔者以为，维护和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

是将社会冲突治理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在制度框架内

对其实现有效调控，通过系统、科学、合理的制度设

计，让社会秩序的生成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以制度

内生社会稳定，造就自发的社会秩序。关于社会秩序

的生成模式，哈耶克曾区分了强制秩序和自发秩序，

并指出如果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干

涉，实际上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生成，因为“秩序并非

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



政治与社会研究                            黄毅峰：社会冲突视阈下“维稳”治理模式的限度分析 

 

131

 

起来的平衡”[20](183)。塞缪尔·亨廷顿也探讨了社会秩

序的生成途径与手段，他认为现代化国家社会稳定的

实现关键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

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 [21](12)。社会复杂程度越高，

差异化越大，异质性越强，社会秩序的生成与社会稳

定的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作用和功能，就越需

要自发的社会秩序。由此看来，内生社会稳定是维稳

治理模式转变的根本出路。所谓内生社会稳定，即让

社会依靠其固有的内在运行机制，自动调节社会内外

部关系，达成社会利益的平衡、社会价值的和谐与社

会交往的有序，让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由内而外地生

长，造就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内生社会稳定是一种

高度自然和谐的社会状态，其目的是让社会机体保持

一种由内而外的健康与美丽，真正实现和而内生。同

时它也是一种可持续性社会稳定，是实现国家长治久

安的重要途径。 

(一) 价值理念的塑造是内生社会稳定的坚固  

基石 

内生社会稳定的实现，首先需要有内生秩序的价

值理念支撑。孕育内生社会稳定的价值理念主要包括

公平、信任、宽容、协商、妥协、法治等。公平是实

现内生稳定的前提，离开了社会的公平公正，一切社

会秩序将无从谈起。“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稳定的

实现并不在于社会资源的丰富程度，而在于资源分配

的均衡与否。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一

切社会动乱几乎都可以在不平等、不公平中找到最深

刻的根源。因为不公平会引发社会公众的被剥夺感、

不满、嫉妒和仇恨，这些都是孕育社会不稳定的种子。

而公平则意味着社会给予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尊重，意

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享有平等，这样让每一个人都充

分感知到自己的存在，让每一个人的利益能够得到平

等对待和有效保护，从而获得安全感。信任是达成内

生稳定的根本，是社会系统建立和谐关系的内生基因。

因为没有信任，人类社会根本就无法存在。信任是社

会合作的前提，在缺乏信任的社会中，到处都将充满

猜疑。互相之间不信任，社会稳定就失去了根基。信

任是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的润滑剂。有了信任，可以增

进公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共

赢，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理解与支持，社会系统内部的

协调和配合，而这些显然都是社会稳定生成的必要条

件。妥协是内生稳定的灵魂，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妥协

精神，那就是无休止的流血与冲突。妥协精神的广泛

出现是社会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有了妥协精神，冲突主体之间可以借助和平的方式，

通过理性思考和利弊权衡，以达成一种双方都能够接

受的折中方案来解决矛盾和冲突。宽容是内生稳定的

支柱。宽容可以缓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风险系数，

达到多元并存。宽容意味着理解、包容和忍让，无论

是利益的损失还是感情的伤害，都能以一种温和的方

式进行化解，而不是借助暴力手段。一个社会的宽容

程度如何，就会有何种程度的社会秩序。协商是内生

稳定的要求，是避免街头政治的替代手段，也是避免

用极端化手段解决问题的途径。协商意味着沟通和对

话，让矛盾与冲突通过“唇枪舌战”的方式加以解决，

而不是街头的流血冲突。实践证明，面对利益矛盾和

价值冲突，如果有公正合理的协商对话机制，让各方

开展有效讨论交流，共同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很多

矛盾与冲突都能够得到化解或者缓解。法治是内生稳

定的保障。法治使社会关系的交互行为制度化、契约

化，让社会关系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避免了

随机性和偶然性。有了法治，可以将各种矛盾与冲突

纳入法制轨道，遵循法律程序，以一种可预见性的方

式进行解决，从而摆脱不可控、不可预见的无序状态。

同时，有了法治，所有社会行为，不管是政府行为还

是公民行为，都有了约束和规范，社会稳定就有了   

保障。 

(二) 机制制度的建构是内生社会稳定的根本  

保障 

内生社会稳定的实现不仅需要价值理念的支撑，

也需要建立在此价值理念基础之上的机制制度作为根

本保障。机制制度的构建是内生社会稳定能够持续、

可靠、长久实现的基础，它能有效防止社会稳定治理

的运动式和人治式。内生社会稳定实现的机制制度主

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天

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资源

的争夺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政治的本质是

社会价值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政治制度的建立必须

基于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让个人和社会组织感知到

国家正义，从而让社会公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政府行

为。为此，要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保障制度、司法

制度、参与制度等，让每一位公民能够平等地参与社

会公共事务，平等地享有社会发展成果，平等地获得

司法正义，从而预防或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 

第二，要建立信任合作的社会主体交往制度。帕

特南通过考察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社会稳定状况的巨

大不同发现：北部地区由于社会资本发达，人们之间

有着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社会政治秩序明显好于南

方。一个诚信的政府和可信任的社会，可以避免大量

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出现。为此要提升政府公信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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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公民道德素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完善法律制度

等，让个人和组织在社会交往中获得制度合作和制度

信任，深刻体会到信任缺失与不合作将付出沉重的代

价。 

第三，要建立宽容理性的社会行为包容制度。如

果人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其实，政府也不

是天使，政府也会犯错，而且政府一旦犯错，其后果

将会是灾难性的，是个人犯错所无法企及的。社会一

方面需要通过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以防止个人和政府犯

错，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宽容理性的社会行为容错纠

错机制，以一种包容的情怀、理性的精神去面对政府

和个人的社会失范行为，甚至是出错行为。 

第四，要建立共识妥协的社会利益整合制度。妥

协是社会的美德，也是社会成熟的标志。一个内生稳

定的国家，必须要求政府、个人、社会组织之间乐于

以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争端。遇事冷

静，设计让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中间方案。为此，要不

断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增强公民的理性分析能力，

完善协商谈判制度，让矛盾与冲突通过协商谈判的方

式，采取相互让步的原则达成共识和默契。 

第五，要建立协商沟通的公共政策生成制度。公

共政策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工具，政策制定的过程

影响政策质量和政策执行。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参与、

充分吸纳公众意见、多方平衡公众利益的政策，可以

获得公众更好地理解、支持和包容，可以避免因政策

问题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为此，需要完善

基层自治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利益表达制度等，在

政策制定、实施的过程中，让不同群体的诉求能够充

分表达、平等协商，从而达成一致性意见。 

第六，要建立法理并举的社会矛盾调解制度。无

论如何去预防和避免，社会矛盾与冲突都不可能完全

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全民的法治思维，可以让政

府和公民遇事时通过法律途径、利用法治工具、采取

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让矛盾与冲突在制度的框架内

得到有效解决。当然，也需要法外制度和法外原则作

为法律制度的补充对某些问题进行调解。因为有些问

题如果纯粹依据法律条款无法做出公正的判断，必须

兼容道德和社会的考量。 

总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制度保障，让社会具有高

度的社会认同、均衡的社会利益、有序的社会交往、

畅通的诉求表达、规范的社会行为、适度的社会控制、

完善的应急体系，确实保障社会秩序内生的可能性。

进而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模式由压制模式向疏导模式转

换，由单一治理模式向多元共治模式转换，由体制化

模式向法治化模式转换，由运动式治理模式向常态化

治理模式转换，达成一种可持续性的内生社会稳定。 

 

五、结语 
 

稳定并不代表没有矛盾与冲突，而是一种通过制

度化调控达成的内生秩序。我们寄希望的稳定和秩序

也不是无冲突的稳定和秩序，更不是高压下的稳定和

秩序，而是在矛盾与冲突中通过内生机制达成的稳定

和秩序。在现实中，完全没有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

然而，完全依靠高压手段靠强力控制生成的秩序与稳

定也是表面的、脆弱的，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稳定

的社会并不代表没有冲突，而是一个能够实现冲突制

度化，把冲突限制在国家能力范围之内的社会。国家

有能力对冲突进行全过程的有效调控，对冲突进行有

效预防、纾解和压制。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的确立，

决不能完全单靠武力，而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才能长

治久安。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

内社会冲突依然存在，社会秩序仍然需要承受一定的

压力。通往政治稳定之路，“关键是在改革发展的同时，

形成一整套能有效消除、化解和抑制冲突的制度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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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lict is an inevitable social reality. The conflict and order are two basic forms of social existenc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nflict to order is the most basic and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country. Any country shoulders the 

duty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The governance mode of social stability under external pressure is the product of special 

era with the concept that “stability trumps everything”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cour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s 

limits are also obvious at the same time of maintaining Chinese social stability. To seek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governance mode and to achieve the endogenous order have become the fundamental ways of sustainable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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